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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与 “伪道义”：东晋南朝 “荒政”制度新论

潘嘉晖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由于 “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促使东晋南朝时期的 “荒政”制度呈现出 “多样化”“体系化”的发展
趋势。这一制度有着鲜明的 “重命”色彩。君王们之所以重视民命，客观上与 “天灾”“人祸”这一因素有
关，更重要的是主观上受儒、佛、道三家思想综合影响下所形成之帝王 “重命”观的影响所致。该观念一经
产生便深刻影响了其时 “荒政”的制定与社会的发展。然而，君主观念上的重视民命，并不意味着其实际行
动就一定 “民本”“道义”。这一时期的 “荒政”制度自其制定与执行伊始，便具有帝王权术运作用以安定民
心之 “把戏”的性质。虽然其对当时社会在备灾、防灾、救灾、抗灾以及对于民命的保护等方面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深藏于其下君主维护王朝的 “政权合法性”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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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寒冷期”气候和纷乱动荡政局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成了中国历史上灾害频发的一个时代。当时

各朝统治者不断进行救荒，致使其时的 “荒政”不断完善。相关举措在继承前代救荒措施的基础上多有创

新，而这多为当时史家记录在案，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荒政”成了这一时期继职官制度、财政制度、军

政制度、文化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之后，学界关注的又一热点。经过多年的研讨，

学界关于此时期 “荒政”的研究成果颇丰，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六种类型：进行具体灾种的叙述并兼论相

关救助措施 （关涉魏晋南北朝，后文类似，不赘）；① 对中国自古以来的 “荒政”进行整体性研究；② 对具

体 “荒政”措施进行个案性考察；③ 从思想史视阈出发，论述儒、佛、道三家思想对 “荒政”施行的影响；④

对中国古代灾荒文献进行汇编与研究；⑤ 基于新视角对中国古代 “荒政”进行新的探讨。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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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具体灾种与救助措施的探讨，主要有谭书龙、李曼曼：《六朝火灾论略》，《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甄尽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旱灾与赈济》，《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等。

关于中国古代 “荒政”的整体性研究，主要有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孟昭华：《中国灾

荒史记》，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等。

关于具体 “荒政”措施的个案性考察，主要有黄平芳：《六朝荒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２００４年；郑彦琴：《两汉魏晋南北朝因灾恩赦观念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历史学院，２０１２年等。

关于儒、佛、道三家思想对 “荒政”施行影响的论述，主要有张宏慧：《佛教思想影响下的魏晋南北朝慈善事业》，《许昌学院

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２８卷第４期；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等。

关于中国古代灾荒文献的汇编与研究，主要有：陈高傭等：《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６年；邵侃，

卜风贤：《中国古代救荒书中的减灾技术资料价值评估》，《科学技术哲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等。

基于新视角，对中国古代的 “荒政”进行新的探讨 （这是学界关于荒政史研究的新动向，笔者姑且将其称之为 “新”荒

政史），主要有李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社会救荒》，《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夏炎：《中古灾害史

研究的新路径：魏晋南北朝地方官灾后救济的史实重建》，《史学月刊》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陈业新：《历史时期荒政成效评估的

思考与探索———以明代凤阳府的官赈为例》，《学术界》２０１８年第７期；杨乙丹：《脆弱的道义：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制度运行悖

论之检讨》，《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周光辉、赵德昊：《荒政与大一统国家：国家韧性形成的内在机制》，《学海》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和杨乙丹，乔沁：《从 “抵斗还官”到 “量取息米”：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利息策略的演变与道义困局》，《中国农

史》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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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学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 “荒政”的探索已颇为深入，但与此同时却也产生了研究模式固化

之弊病 （上述前五种研究类型即是）。若想突破此一瓶颈，笔者认为当从新的视角着眼 （即上述之第六种

新类型），或可一试。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欲从 “生死”与 “道义”的角度对东晋南朝时期之 “荒政”再做

探讨，并就此时期 “荒政”所体现的帝王 “重命”理念及其 “道义”外表下所隐含的维护王朝政权合法性之

价值观念略陈己见，相关疏漏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东晋南朝时期的 “灾害”与 “荒政”制度概述

要对东晋南朝时期的 “荒政”作新的探讨，我们首先要对这一时期的 “灾害”与 “荒政”的大体情况作

简要概述。

由于受 “寒冷期”气候的影响①，再加上这一时期政局纷扰不断，因而东晋南朝时期的灾害尤多。诸多

前贤曾专门对这一时期的灾害发生次数及其发生频率做过统计，但由于相关史料的不断发掘、扩充以及学

者们所使用的统计方法的不同，致使相关的统计结果存在着不小的差异②，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

相关灾害记录数据进行重新梳理。在综合了前贤们的统计结果以及查阅相关史料文献的基础上，笔者绘制

了一张 “东晋南朝时期诸灾种及其发生频率表”，以期对这一时期的诸多灾种及其发生频率有较为直观的

反映，见表１：

表１　东晋南朝时期诸灾种及其发生频率表③

　　　灾种

朝代　　　
水灾 火灾 风灾

霜雪

雹灾
地震 疾疫 旱灾 饥荒 蝗灾 雷暴 其他

总计

次数 频率（％）

东晋

（３１７－４２０）
５０　 ５　 ３１　 ３１　 ４５　 ２２　 ６６　 １７　 ６　 ７　 １４　 ２９４　 ２８２．７

南朝宋

（４２０－４７９）
３７　 ０　 ２０　 １５　 １６　 １３　 ２７　 １１　 １　 ２　 ８　 １５０　 ２５０．０

南朝齐

（４７９－５０２）
２６　 １　 ２０　 ８　 ３　 ２　 ７　 ０　 ０　 ３　 １１　 ８１　 ３５２．２

南朝梁

（５０２－５５７）
１８　 １　 ７　 １３　 １６　 ７　 １２　 ５　 ２　 ２　 １３　 ９６　 １７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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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学界现有的成果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 “寒冷期”。例如，竺可桢于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

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运用物侯法得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气候较现在更为寒冷的结论 （竺可桢：《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

社，１９７９年，第４８１－４８２页）。近年来，王利华就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申论，指出 “第一，魏晋南北朝气候在总体上以寒冷为主

要特征；第二，从历史文献及自然证据所记录的寒冷事件次数变化趋势看，魏晋南北朝的气候存在‘冷—暖—冷”的世纪波

动；第三，从推算的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距平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时段的平均温度较现代约低０．５摄氏度，其中最冷的

２０年 （４８０－５００年）较现代约低１．２摄氏度，而两个明显寒冷时段的温度距平分别较现代低０．５摄氏度 （２７０－３５０年）和０．９摄

氏度 （４５０－５３０年）。”（王利华：《中国环境通史》（魏晋—唐），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２０１９年，第９－１０页）。因而，寒冷

的气候是造成这一时期灾害多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差异主要集中于 “天灾”层面，而 “人祸”则较少。因而，笔者在文中主要以重新整理东晋南朝之 “天灾”发生次

数为主，并就此展开论述，而 “人祸”则暂且不论。

本表参考的资料主要有 《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隋书》、《资治通鉴》、《中国历代

天灾人祸表》、《中国救荒史》、《中国灾荒史记》、《中国民政史稿》、《中国灾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

汇编 （先秦至明代卷）》等。本表的统计原则是：地区上限定于南方地区；一种灾害延续几月或几年的，均记一次；同一种灾

害发生在不同地区的，均记一次；表中 “其他”类灾害是指史料文献中无明确记录灾种或未明确记录灾害发生地区者；表中既

换算处理一个朝代发生灾害的频次，同时也对各个灾种在东晋南朝时期的发生频次进行了计算。频率＝灾害发生次数／朝代

年限。在自然灾害的分类统计中，本表只对史料文献中所记主要灾种进行统计，而不再旁涉一些小类灾种，因而表中的灾种

与史书中所记灾种略有不同。由于年代久远，东晋南朝时期的灾害发生次数及其发生频率无法进行精确量化统计，表中数据，

仅供参考。



　　　灾种

朝代　　　
水灾 火灾 风灾

霜雪

雹灾
地震 疾疫 旱灾 饥荒 蝗灾 雷暴 其他

总计

次数 频率（％）

南朝陈

（５５７－５８９）
８　 １　 ６　 ５　 ３　 ２　 ５　 ０　 ２　 １　 ６　 ３９　 １１８．２

总

计

次数 １３９　 ８　 ８４　 ７２　 ８３　 ４６　 １１７　 ３３　 １１　 １５　 ５２　 ６６０　 ２４１．８

频率 （％） ５０．９　 ２．９　 ３０．８　 ２６．４　 ３０．４　 １６．８　 ４２．９　 １２．１　 ４．０　 ５．５　 １９．０　 ２４１．８

单位：次、％

　　据表１可知，东晋南朝时期的灾害具有 “发生频率高”且 “灾种多样”的特点。按表１中所计，东

晋南朝时期共发生天灾６６０起，其频率高达２４１．８％，换言之，即东晋南朝时期几乎每年都会发生至少２起

灾害性事件。如果按照各个朝代来计，东晋时期共发生天灾２９４起，其频率为２８２．７％；南朝宋时期共发生

天灾１５０起，其频率为２５０．０％；萧齐时期共发生天灾８１起，其频率为３５２．２％；萧梁时期共发生天灾９６
起，其频率为１７１．４％；南陈时期共发生天灾３９起，其频率为１１８．２％，其灾害性事件发生频率最低也在

１１８．２％，即几乎每年都至少会发生１起，因而这一时期的天灾发生频率不可谓不高。再从 “灾种”角度来

看，依据表１中所统计之天灾种类，其大类灾种就有１０项，即水灾、火灾、风灾、霜雪雹灾、地震、疾疫、

旱灾、饥歉、蝗灾、雷暴，这还不包括一些发生频率较低的灾害种类，如山崩、冻害、虫害、兽灾等，总计

当时天灾种类，就目前所得而言，共有１８类，这几乎囊括了现代社会所发生的 （下同）所有天灾种类，故

当时天灾种类多样。

面对如此高发的灾情，当时的各朝统治者们都不得不采取有效的备荒救灾措施 （即 “荒政”），以使国

家和百姓们渡过难关。这些措施，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灾前预防、灾中救济和灾后恢复。为

直观、具体、完整地展现东晋南朝时期的 “荒政”体系，笔者特绘制 “东晋南朝荒政表”，见表２：

表２　东晋南朝荒政表①

阶段 措施 出处

灾前预防期

重农重产

储粮备荒

兴修水利

劝课农桑
《宋书·文帝纪》（９１）；《南齐书·武帝纪》（５０）；《梁书·武帝纪

中》（５５）；《陈书·世祖纪》（５０）

保护耕牛
《晋书·丁潭传附张茂传》（２０６４）；《宋书·武帝纪下》（５４）；《宋书

·孝武帝纪》（１２１）；《宋书·明帝纪》（１６０）

因地殖产 《宋书·文帝纪》（９２）

建立官仓 《隋书·食货志》（６７４－６７５）

富人储粮 《南史·梁宗室上·正德传》（１２８１）

百姓备荒 《南史·宋本纪下》（７９）；《南史·范帕传》（１４６８）

修堰建塘 《晋书·张闿传》（２０１８）；《宋书·刘秀之传》（２０７３－２０７４）

灾中救济期

除害
除蝗 《晋书·元帝纪》（１５１－１５２）；《宋书·范泰传》（１６２１）

治病 《宋书·文帝纪》（９５）

赈济
给米 《宋书·文帝纪》（１０１）

赈粥 《南史·任昉传》（１４５４）

弛山泽之禁 《晋书·安帝纪》（２６４）；《宋书·文帝纪》（８７）

４３１

①本表参考的资料主要有 《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隋书》、《通典》、《资治通鉴》、

《中国民政通史》、《中国灾荒史记》、《中国救荒史》等。本表的建构逻辑为：将应灾过程分为 “灾前预防期”、“灾中救济期”

和 “灾后恢复期”三个阶段，然后分述各阶段之措施，以此构成荒政之体系。“出处”部分所注为相关史料及其页码 （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点校本２０１３年、《通典》为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８８年）。



灾中救济期

抚恤

慰众 《宋书·文帝纪》（７７）；《陈书·宣帝纪》（８７）

收容 《南齐书·武十七王·竟陵王文宣王子良传》（７００）

抚婴 《宋书·沈演之传》（１６８５）

收埋 《宋书·孝武帝纪》（１１９）

给药 《宋书·文帝纪》（７６）

调粟

移民就粟 《梁书·武帝纪下》（８９）

移粟就民 《南史·宋本纪中·文帝纪》（４３－４４）

平粜 《通典·食货·轻重》（２８８）

巫术
弭灾 《晋书·元帝纪》（１５１）；《宋书·文帝纪》（７６－７７）

庇佑 《南史·梁宗室下·始兴忠武王憺》（１３０１）；《陈书·高祖纪下》（３９）

灾后恢复期

节约

减膳 《晋书·成帝纪》（１８０）；《宋书·明帝纪》（１５５）

禁酒 《晋书·安帝纪》（２５４）；《宋书·文帝纪》（９１）

节用 《宋书·后废帝纪》（１８２）；《陈书·世祖纪》（５２）

放贷
《宋书·文帝纪》（９１）；《南齐书·武帝纪》（５２）；《梁书·太祖五王

·始兴王憺传》（３５４）；《陈书·宣帝纪》（８７）

蠲缓

免征 《晋书·成帝纪》（１８０）；《宋书·顺帝纪》（１９４）

减征 《南齐书·高帝纪》（３５）；《南齐书·明帝纪》（８８）

缓征 《宋书·孝武帝纪》（１２７）；《南齐书·武帝纪》（６０）

减刑 《晋书·成帝纪》（１７８）

赦免 《宋书·少帝纪》（６４）

免债 《晋书·孝武帝纪》（２３０）；《南齐书·武帝纪》（６１）

安辑

给复 《宋书·明帝纪》（１５９）；《梁书·武帝纪下》（８９）

给田 《陈书·宣帝纪》（７９）

收养 《梁书·武帝纪中》（５７－５８）

　　据表２可知，东晋南朝时期之 “荒政”制度具有以下诸多特点：其一，从整体上看，东晋南朝时期之荒

政已呈体系化发展之态势，但其基本内容是对此前救荒体系之继承，因而鲜有创新①；其二，从来源上看，

东晋南朝时期之荒政多出自当时统治者之即时诏令，且相关措施并无相应定制为之保障，故虽是帝王所作

之政令且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然亦不足以掩盖其临时性之特征②；其三，从内容上看，东晋南朝时期之荒

政中既有科学救灾之积极举措，亦有 “祈神拜鬼”之消极措施，因而具有科学性与神秘性相结合之特点。

总之，这一时期的各朝统治者们对当时社会所发生的各种灾荒现象都比较重视，而这重视的态度实则

反映了君主们对于灾民生命之关注。那么，当时的统治者们为何会如此关注灾民之生命？“重命”又

带来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他们关注灾民生命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君主赈济救荒到底是 “真仁善”

还是 “假慈悲”？“荒政”的内核是否真的是基于 “以民为本”的理念，还是另有深意？针对这些问

题，下文将作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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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董煟作 《救荒活民书》中载有 《周礼》救荒十二策，“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

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岁 （关市不讥也），七曰眚礼 （凶荒杀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 （蕃，读为藩。谓闭藏乐器而不

作），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 （求废祀而修之也），十有二曰除盗贼。”（李文海等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一册），天

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页。）《周礼》救荒十二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救荒政策，其相较于表２之内容可见二者间

存有明显的传承痕迹。

关于东晋南朝荒政的这一弊端，后文将细述。



二、“保民安命”：东晋南朝 “荒政”中的帝王 “重命”观

东晋南朝时期的君主们之所以重视灾民的生命，除了与因其时分裂动荡的政治格局和大量人口死亡对
国家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之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当时儒、佛、道三家学说对君王们的浸润
与熏陶，致使他们产生了浓厚的 “重命”观念，从而制定并不断完善着这一时期的 “荒政”制度。那么，东
晋南朝时期君王们的 “重命”观与儒、佛、道三家之学说间又有怎样的内在联系？“重命”又带来了怎样的
社会影响？

质言之，东晋南朝君王之 “重命”观的形成，是儒、佛、道三家学说共同影响其时人君之思想的历史结
果。此观念乃是兼采儒家之 “天谴灾异”说、“仁政”思想与 “民本”思想，复采佛教之 “慈悲”精神、“因果
报应”说与 “福田”思想，又采道教之 “重生贵命”论、“承负”说以及 “扶弱济贫”理念融贯而成。
就儒家三说而言，无论是提倡 “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

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
人也。”① 的 “天谴灾异”说，还是 “仁”之外延与发展，将道德之 “仁”与 “统御之术”相结合，强调 “君子
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② 之 “仁政”思
想，抑或是作为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重要一环，强调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③、“君者，舟
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④ 的 “民本”思想，都是在倡导人君要重视百姓生命，尤其是在因
突发灾难性事件而导致国家人口骤降时，作为统治者之君王更应如此。因为在儒教的评判体系中，“民命”
实与王道贤政密切相关，而这一点又直接关乎君王们的实际统治，因而，儒教学说实为其时之帝王 “重命”
观之形成融摄了部分现实因素。
就佛教学说而言，无论是提倡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

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⑤ 体现佛教人文主义精神与人道主义关怀的 “慈悲”精神，还是强调 “经说业有三
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
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受之无主，必由于心。”⑥ ，作为 “佛教之根要”⑦ 的 “因果报应”
说，抑或是原指佛教徒因行善而种 “善因”积 “善业”从而得 “善果”以增强自身修为之过程，后逐渐衍生
为生 “福德”田之义⑧，强调众生想要得到 “福报”，需先行善 “利他”的 “福田”思想，都是在强调要行善
积德，关爱芸芸众生之性命，唯有如此，自身才可得福报。而佛教的这些主张与上述之儒家思想产生共鸣，
即：二者皆关注 “命”，而佛教所言之 “福报”于其时之君王而言，自是皇朝国祚于乱世中之延续。故，上
述之佛教学说亦为这一时期之君王采纳，甚或是付诸实践。⑨

而就道教学说而言，无论是承袭自 《老子》与 《庄子》中所提及之 “精”“气”“神”思想�10，后经不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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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第八卷 《必仁且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４页。

［东汉］赵岐注，［北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八下 《离娄章句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５４页。

［东汉］赵岐注，［北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十四上 《尽心章句下》，第２５２页。

梁启雄：《荀子简释》第九篇 《王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０２页。

［古印度］龙树菩萨撰，［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 《释初品中大慈大悲》，第１８１页。

［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第五 《三报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５页。

［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第十二 《桓玄书与王令书论道人应敬王事》，第８２页。

关于 “福田”思想的主要内容，佛经中曾多有论述，较为经典的则是 《佛说诸德福田经》中提及的 “五净德福田”（［西

晋］法立，法炬译：《佛说诸德福田经》，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６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

１９８３年，第７７７页）。和 “七法广施福田”（［西晋］法立，法炬译：《佛说诸德福田经》，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大正新修大

藏经》第１６册，第７７８页）两类。

例如，梁武帝就曾亲撰 《断酒肉文》劝导世人戒荤食素，又作 《断杀绝宗朝牺牲诏》规定臣民祭祀去牲、修行佛法。此

二文均节选自 《广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卷第二十六 《慈济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０３－３１４页）

。

所谓 “精”，即指物质基础；所谓 “神”，即指精神意识；所谓 “气”，即指联结 “精”与 “神”之能量的流动形式。



展演化，成为道教生命哲学思想之核心内容① 的 “重生贵命”论②，还是讲求 “然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
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
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

先人负于后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绝也。”③，劝导世人行善去恶④ 的 “承负”说，抑或

是为实现 “爱之慎之念之，慎勿加所不当为而枉人，侵克非有”⑤ 而融 “六罪十治”⑥ 之 “扶弱济贫”理
念，则亦都是在强调行善去恶保命，且在道教的话语体系下，“命”实则源于 “道”，“道”则寓于 “命”之

中，因而追求长 “命”实则就是要积德得 “道”⑦。这一理念与前述之佛教思想甚同，且亦有其实际意义。

体现在就其时之人君而言，无论是个人之增寿还是王朝的统治，都与 “民命”关联。因而，关注 “民命”，

尤其是灾时救民，既是王道贤政之体现，亦是修道得道之过程，此与前述之儒教学说又有相通之处。
综上可知，儒、佛、道三家之学说在关乎 “命”这一命题时，其理论有共通之处。且三家之学说亦皆与

其时之社会治理与现实实际相关，故而能为其时之统治者所采纳，这正如吴永和所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为
三教合流的起始阶段……可以这么说，这一时期是封建的中世纪社会秩序从动乱不堪向重新建构的过渡时
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封建的最高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要能够向社会成

员提供精神上的镇痛剂，而且还要能从客观上塑造起维系社会秩序的力量。”⑧ “三教”因而于此有了 “合
流”趋势，并为这一时期帝王 “重命”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与坚实的理论基础。

此外，仍需强调的是，一定时期的社会意识脱胎于特定时期的社会存在并会反作用于后者。因而，脱
胎于 “三教”学说与 “多灾”之社会现实的 “重命”观，一经产生即对东晋南朝时期之 “荒政”的制定与施
行产生了影响，并进而影响了其时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点⑨：
其一，在 “重命”观的指导下，东晋南朝时期之君主在 “灾前预防期”时多施行重视农业生产之政策，

这有助于推动这一时期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在 “重命”观的刺激下，这一时期之人君普遍重农重产，如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 （４４３）即下诏 “有司其班宣旧条，务尽敦课。游食之徒，咸令附业，考核勤惰，行其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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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除与 《老子》、《庄子》中所提之 “精”“气”“神”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外，实际上，“重生贵命”论还与杨朱学派之 “贵

己”“重生”说有着莫大的联系，限于篇幅，此处不论，参看朱贻庭主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４年，第８１－８９页）。

这一理论认为，世间万物之生命皆由 “精”“气”“神”三者相融汇聚而成，即 “三气共一，为神根也。一为精，一为神，

一为气。此三者，共一位也，本天地人之气。”（［唐］闾丘方远：《太平经钞》第十卷癸部 《令人寿治平法》，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３９页），而相融的关键在于 “道”。

王明：《太平经合校》卷三九 《解师策书诀第五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７０页。

例如，《大寿诫第二百》中记载：“天喜善人，不用恶子。”（王明：《太平经合校》卷一一四 《大寿诫第二百》，第６１７页）

；又如，《三合相通诀第六五》中言：“种善得善，种恶得恶。”（王明：《太平经合校》卷四八 《三合相通诀第六五》，第１４８页）

；再如，《兴善止恶法第四三》中论：“善者日兴，恶者日衰。”（王明：《太平经合校》卷三五 《兴善止恶法第四三》，第３９页）。

此外，行善可冲破 “承负”之灾。《解承负诀》中言：“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而若作大恶者，则

会 “兄弟相憎，未曾有乐时，各自责过负，而反自用不为善，是为不可久行，无益于天，无益于地，无益于人，无益于四时五行

日月之明”（王明：《太平经合校》卷三四 《解承负诀》，第２２页；卷一一四 《不可不祠诀第一九六》，第６０４页），即如是。

王明：《太平经合校》卷一一二 《有过死谪作河梁诫第一八八》，第５７６页。

所谓 “六罪”，《六罪十治诀第一百三》一文有明确记载，即指：“人积道无极，不肯教人开矇求生”；“人积德无极，不

肯力教人守德养性为谨”；“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知天有道而反贱道，而不肯力学之以自救……自轻

不学，视死忽然，临死乃自冤”；“人生知为德善，而不肯力学为德，反贱德恶养，自轻为非”；“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

者，而不肯力为之，反致饥寒，负其先人之体；而轻休其力不为，力可得衣食，反常自言愁苦饥寒，但常仰多财家，须而后生”

（王明：《太平经合校》卷六七 《六罪十治诀第一百三》，第２４１－２４３页）。

《太上老君内观经》载：“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则道废，道废则生亡。生道合一，

则长生不死，羽化神仙。”（撰者不详：《太上老君内观经》，上海书店出版社编：《道藏》第１１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第３９７页），即可明其理。

吴永和：《儒释道三教合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第３５页。

结合前文表２分析。



赏，观察能殿，严加黜陟。”①；齐武帝永明三年（４８５）也下诏 “守宰亲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严课农桑，

相土揆时，必穷地利。”②；梁武帝天监十五年（５１６）诏 “长吏劝课，躬履堤防，勿有不修，致妨农事。”③；

陈文帝天嘉元年 （５６０）亦诏 “守宰明加劝课，务急农桑，庶鼓腹含哺，复在兹日。”④，这些督农耕植之政令
的推行，对于其时社会之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有较大的推动作用的。此外，当时的政府还加强了水利设施的
兴修并保护耕牛，如东晋张闿任晋陵内史，“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闿乃立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

每岁丰稔。”⑤，刘宋政府多次颁令禁止杀牛：宋武帝永初元年（４２０）下令 “停废虏车牛，不得以官威假借”
⑥；孝武帝大明二年（４５８）“以田农要月，太官停杀牛”⑦等。这些举措的颁行，亦能助力这一时期农业经济
的发展，从而为抗灾 “活民”提供物质基础。
其二，“重命”观亦能指引其时之君主关注百姓 （尤其是灾民）的身心健康，从而间接促成这一时期社

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在多灾的东晋南朝时期，若是仅关注物资储备以防灾抗灾，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
灾害对人的伤害往往是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打击，且前者往往持续时间更久。故，其时之人君在救灾阶段
除给灾民以一定的物质支援外，亦会出台相关举措以抚慰灾民的内心。史载：宋大明元年（４５７），“京邑疾

疫，丙申，遣使按行，赐给医药。死而无收敛者，官为敛埋。”⑧；宋元嘉四年（４２７），“京师疾疫。甲午，遣

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器。”⑨；元嘉十二年（４３５），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大水，派沈演

之巡行拯恤，“开仓廪以赈饥民，民有生子者，口赐米一斗。”⑩；齐永明九年（４９１），“京邑大水，吴兴偏剧，

（竟陵王）子良开仓赈救，贫病不能立者于第北立廨收养，给衣及药。”�11；陈太建六年（５７４），“饥谨疾疫”，

“遣大使精加慰抚”�12，即为佐证。而这些举措的出台，构成了其时社会保障体系之雏形，且亦反映了 “重
命”观于具体救灾措施中的潜移默化之作用。
其三，“重命”观还会与神鬼观念相结合，指导其时之人君通过超自然的力量驱灾辟邪，这助推了这一

时期 “巫鬼”文化的发展与传播。由于其时科技水平与知识水平的限制，当时的人们在面对一些未知的灾
害时往往会将其归结于是鬼怪作祟的结果，因此，要对付这些灾祸就得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才可，其时之统
治者亦不例外。史载：梁天监四年（５０５），“荆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长二丈出绕祠坛，俄而注雨，

岁大丰。”�13；陈永定三年（５５９），“是时久不雨，丙午，舆驾幸钟山祠蒋帝庙，是日降雨，迄于月晦。”�14，即
反映了因久旱不雨，萧梁皇室萧憺，陈高祖霸先都亲自祭祀神灵，以求消灾活民的历史史实。因而，东晋

南朝时期 “好鬼与重祀”�15除与其时多灾之社会实际相关之外，亦与这一时期之帝王 “重命”关系密切，由
此助推了其时 “巫鬼”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并深刻影响了后世。
要之，由于东晋南朝正处于儒、佛、道三教合流的初期，故其时人君之 “重命”观的形成与此三教学说

密切相关。且该观念一经产生便深刻地影响了其时 “荒政”的制定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此观念
的内化作用，致使这一时期的 “荒政”制度具有强烈的 “重命”色彩，这导致君王们关注民命的真实目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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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⑨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五 《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９１页，第７６页。

②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三 《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５０页。

③ ［唐］姚思廉：《梁书》卷二 《武帝纪中》，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５５页。

④ ［唐］姚思廉：《陈书》卷三 《世祖纪》，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５０页。

⑤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六 《张闿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２０１８页。

⑥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三 《武帝纪下》，第５４页。

⑦⑧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六 《孝武帝纪》，第１２１页，第１１９页。

⑩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六三 《沈演之传》，第１６８５页。

�11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　《武 十七王·竟陵王文宣王子良传》，第７００页。

�12 ［唐］姚思廉：《陈书》卷五 《宣帝纪》，第８７页。

�13 ［唐］李延寿：《南史》卷五二 《梁宗室下·始兴忠武王憺》，第１３０１页。

�14 ［唐］姚思廉：《陈书》卷二 《高祖纪下》，第３９页。

�15据朱大渭于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的论述可知，这一时期的神鬼崇拜主要有 “天意崇拜”（星占、望气、风角、谶

纬、占卜、相术、占梦等）、“自然神崇拜”（山、水、动物、植物等）与 “人神、人鬼崇拜”（先人、官吏、普通人、鬼魂索命报应

等）三大类 （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２９－２６１页），而由此衍生创设

出的神灵、鬼怪更是数不胜数。



被闪耀于其表面的 “道义”光辉所掩盖。因而，若想探寻其 “本相”，就仍需作进一步分析。

三、道义 “困境”：东晋南朝 “荒政”中的 “民本”悖论

“荒政”的制定与实施，一般被认为是统治者施之于被统治者的 “道义”之举。王红霞就曾指出，“家国
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了‘爱民如子’是最基本的伦理观念。因而，面对大的灾荒，没有任何一个王朝
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置百姓生死于不顾。历代帝王都将备荒、救灾作为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甚至举全国之力与灾害抗争。”① 质言之，即 “荒政”是帝王们 “以民为本”之 “道义”理念的具象化，但这
仅是一个面相。就东晋南朝时期 “荒政”制度的具体实施而言，其中就存在着诸多与 “民本”之 “道义”理
念所相违背之处。现试举四例如下，以为佐证。

（一）赈济需在法内施行，否则就会遭到惩罚。西晋时，中央政府曾颁布 《擅兴令》，规定 “州郡岁饥，

不待报而擅发仓者，有罚。”② 在当时即使民间出现了灾荒，但若是地方官不上报中央便私自开仓救济百
姓，仍是要接受处罚的。东晋南朝时期的政府继承了这一法令，并严格执行，当时便有因此法令而受处罚
者。例如，东晋元帝时，时任吴郡太守的邓攸就曾因擅自开仓赈济百姓而遭到使臣弹劾。“时郡中大饥，攸
表振贷，未报，乃辄开仓救之。台遣散骑常侍桓彝、虞 （ ）慰劳饥人，观听善不，乃劾攸以擅出谷”③。虽
然后来邓攸并未真正受到惩处，但其遭到使臣弹劾确为事实。再如，东晋时补任吴兴太守的王蕴亦是如
此，“属郡荒人饥，辄开仓赡恤。主簿执谏，请先列表上待报，蕴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饥馑，若表上须报，
何以救将死之命乎！专辄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义而败，无所恨也。’于是大振贷之，赖蕴全者十七八焉。

朝廷以违科免蕴官，士庶诣阙讼之，诏特左降晋陵太守。”④ 王蕴开仓救民，且成效显著，但他仍因未提前
上报而擅自开仓济民之举遭到朝廷免官之处罚。照理说，无论是邓攸还是王蕴这样的为民之官，其在民众
受灾时所采取的保全民命之做法是非常符合 “以民为本”之 “道义”理念的，但就是这样的官员却仍因违制
而受到了被惩处之提议，虽然他们得到皇帝的特赦被减轻或免于处罚，但他们的行为却是违犯法律的。如
果连这样的为民之官都因未能提前上报中央的救灾之举而遭受处罚，那么以 “民本”“重命”为价值理念的
“荒政”制度真的能算是 “道义”之举吗？

（二）“私产济民”，凸显朝廷 “荒政”之弊。东晋南朝时，除了政府用国库救济灾民之外，一些官员亦
会调用私产用来赈济。例如，东晋时吴兴内史孔坦 “以岁饥，运家米以振穷乏，百姓赖之”⑤；刘宋时交州
都督杜慧度 “岁荒民饥，则以私禄赈给”⑥；南齐时宗室萧子良 “为征虏将军、丹阳尹。开私仓赈属县贫民”⑦；
萧梁时丹阳尹王志 “为政清静，去烦苛。京师有寡妇无子，姑亡，举债以敛葬，既葬而无以还之，志愍其
义，以俸钱偿焉。时年饥，每旦为粥于郡门，以赋百姓，民称之不容口”⑧；南陈时贞威将军宗元饶 “以秩
米三千余斛助民租课，存问高年，拯救乏绝，百姓甚赖焉”⑨。这些救助性举措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成了
这一时期 “荒政”制度的有机补充，但也正是这些举措恰恰暴露了其时 “荒政”之弊：１．这些举措是朝廷法
律规定之外的救助性措施，虽偶有得到朝廷褒奖�10，但终究未成为正式的制度；２．朝廷的褒奖是自愿性、偶
然性举措，并非法律规定；那么，此类赈济之举所用之钱财几乎全由官员个人承担，如此久之，此类救助性
举措怎能继续保持；３．“荒政”制度依靠的是国库之财，但在实际的施行过程中却仍需要诸如官员私产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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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霞：《中国古代的灾荒与儒家的生命力———以儒家荒政思想为视角的考察》，《中国文化论衡》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张鹏一著，徐清廉校补：《晋令辑存》，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０３页。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　《邓攸传》，第２３３９页。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三 《王蕴传》，第２４２０－２４２１页。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八 《孔愉附从子坦传》，第２０５７页。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二 《杜慧度传》，第２２６５页。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　《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传》，第６９４页。

［唐］姚思廉：《梁书》卷二一 《王志传》，第３１９页。

［唐］姚思廉：《陈书》卷二九 《宗元饶传》，第３８６页。

如 《梁书·王珍国传》记载：南齐初，王珍国 “累迁虎贲中郎将、南谯太守，治有能名。时郡境苦饥，乃发米散财，以

拯穷乏。齐髙帝手敕云：‘卿爱人治国，甚副吾意也。’”（［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七 《王珍国传》，第２７７页。）



的资财作为补充，可见，其时朝廷用于 “荒政”之钱财似乎并不充足抑或是其在层层流转之时已被较大损
耗而无法发挥其实际之功效。这些弊端向我们表明了一个事实，即东晋南朝时期的 “荒政”制度虽已呈体
系化，但其时涉及 “荒政”之相关保障性制度却是缺漏甚多的，而面对这些漏洞，当时的统治者们却极少采
取相关的整治性措施进行补救，如此，“荒政”之实施效果又怎么能得到可靠的保障？因此，这一时期的
“荒政”制度其成效究竟如何？是否真正为 “民”而行？

（三）“公利私取”，救荒过程中仍存剥削与贪腐之迹象。例如，古时之山林川泽资源原则上应是对所
有人无条件开放的，但随着帝制的不断发展，山林川泽资源的君主私有化倾向却不断加强①，以致多数时
期，山林川泽资源都需君王 “开禁”后才可使用。然而，即便如此，民众对于山林川泽资源之开发在多数时
期仍不是免费的。通过爬梳史料，笔者发现，正史记载中直至宋朝以后才在 “弛山泽之禁”之语后常加诸
如 “听民采取”“听民捕猎”“听民采捕”等语句，这就说明，在宋朝以后，百姓们免费开采山泽湖池资源的
几率有了一定的上升，而在宋朝以前，百姓们开采此类资源则几乎都是需要缴纳相关费用的，即使是在受
灾之后亦是如此，而如前文所叙，东晋南朝的君主们是将 “弛山泽之禁”作为灾时救济之举推行的，因此，
很显然这只不过是君主们稳定民心之把戏而已。夏炎就曾明确指出：“君主通过施行‘弛山泽之禁’，可以
暂时起到稳定社会秩序之功用；然而更重要的是，贫民虽然被获许利用禁区内的山泽资源，但在多数情况
下并非无偿使用，而是仍要交纳一定的山泽资源税……因此，所谓‘弛山泽之禁’绝不是无条件利用山泽之
意。然而，历代正史却在记载过程中，为了掩饰其租赁性质，往往将‘假’、‘贷’等字略去，强调‘公私共利’

原则，以显示皇恩浩荡，使我们无法看清历史的真相。”② 可见，即使是在 “民困”之时，东晋南朝的君王
们所施行 “弛山泽之禁”之类的救荒举措依旧是带有着剥削性质的，而在 “公私共利”原则之表象下，帝王
们的政策实际上是 “公利私取”。又如，救助性的赈贷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发生 “异化”，成为一些不
法官吏谋取高额私利的工具。我们都知道，在皇权政治体制下，官吏才是 “荒政”制度的直接执行者，因而
官吏清廉与否往往会对 “荒政”施行的实际效果产生巨大影响。东晋南朝时期是 “门阀政治”之鼎盛与余
波未平时期，因而，这一时期的官吏存在着鲜明的门第之别，而不同的门第又决定着此一时期之官吏地位
的高低之差。虽然南朝时 “寒人”的地位不断上升，但他们所居之官实为 “浊职”，其俸禄自是比不上高门
士族所居之 “清职”的。因此，在实际利益差距悬殊的事实面前，普通官吏亦会利用手中之职权刮取民脂
民膏，即使那是用于 “活民”的救荒资金。梁朝的郭祖深就曾有言：“朝廷擢用勋旧，为三陲州郡，不顾御
人之道，唯以贪残为务。迫胁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关以外，是处遭毒。”③ 可见，萧
梁时期之官吏贪腐荼毒甚深，而这仅是东晋南朝时期整体吏治实况之冰山一角。在这样一个贪腐成风的时
代，“荒政”制度之执行效果又怎么能得到保证呢？虽然这一时期也有 “良吏”，但面对着成千上百以 “谋
取私利”为目的的 “污吏”，他们的努力是杯水车薪式的徒劳之举罢了，其最终的结果只会是 “‘最需要钱
的人最贷不到钱’‘名义上是救助性的低息放贷，实际上却是高利贷’等悖论，在此过程中悄然固化。”④ 因
此，如此执行之 “荒政”又具有 “伪善”的一面。

（四）干预民间自救，“荒政”成为皇权统治力于民间延伸的有效途径。东晋南朝时期存在着诸多的
“民间自救”现象———其是政府救灾力量的有机补充，但其并不是纯粹的 “社会性”行为，其中夹杂着鲜活
的 “政治元素”，即政府对民间自救的 “监察”式干预举措。东晋时期，司马皇室因靠士族支持立国，故对
此类群体人士多有纵容，以致当时贪腐违制现象盛行，监察制度几乎成一纸空文。至南朝时，因士族尤其
是高门士族衰弱，再加之君主吸取东晋王朝衰亡之历史教训，认识到 “为国之急，惟在执宪直绳”⑤，故当
时监察制度渐显成效。依据李小树的研究，南朝监察制度的实施状况是——— “第一，设典签对宗室诸王和
地方刺史进行监察；第二，加强监察官的权力，提高监察官的地位；第三，为了防止士族之间互相庇护，一
般不让世家大族担任监察官员，即 《南齐书·王僧虔传》中所说‘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第四，规定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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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必须敢于纠举弹劾违法官员，否则便以失职论处；第五，南朝的不少统治者对于不避权贵，敢于纠举
不法的监察官员能够给予信任、鼓励和支持。”① 因而当时出现了一批刚正不阿、敢于纠举的 “监吏”，例
如，刘宋御史中丞孔琳之为官期间使朝野上下 “百僚震肃，莫敢犯禁”②；萧齐御史中丞江淹在任期间先后
“弹中书令谢朏……又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并赃货巨万，辄收付廷尉治罪。临海太守沈昭
略、永嘉太守庾昙隆，及诸郡二千石并大县官长，多被劾治，内外肃然”③；萧梁御史中丞到洽在任期间
“弹纠无所顾望，号为劲直，当时肃清”④；南朝陈御史中丞孔奂在职期间 “善持理，多所纠劾，朝廷甚敬惮
之”⑤。这些 “监吏”的存在，确实会对当时吏治整肃起到一定影响，且亦会对这一时期企图贪污公款，尤
其是救赈之财的污吏们形成威慑，故依据黄平芳所做研究的结论，“在宋、齐、陈各朝前期，由于吏治比较
清明，荒政效果也较好；其余时期，吏治比较腐败，荒政效果也受到严重影响。”⑥ 我们还可再作进一步申
论，即：因吏治比较清明，荒政效果比较好，因而当时由官员 （士人）所领导民间救灾效果亦会更佳；而因
吏治比较腐败，荒政效果不好，故当时由官员 （士人）所领导之民间救灾效果亦会欠佳。由此，当时政府对
民间自救之干预作用可谓显而易见。而正因如此，“荒政”又怎会是纯粹的为民之举？“道义”的光环下暗
藏着的恐怕是皇权统治力向帝国基层渗透的私心。
由此可见，东晋南朝时期之 “荒政”，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非完全遵循 “民本”之 “道义”理念的，

甚至从某些角度来论，是违背 “民本”“道义”理念的。那么这一时期之 “荒政”的执行，其真实目的又是什
么呢？笔者认为，从维护王朝的 “政权合法性”角度来论或许较为合理。因为：第一，南朝之开国君主之帝
位多是通过政变之非常手段而获得的，因此，这样的政权其本身的合法性就不足，而为了最大限度的消除
这一疑虑，君王们自是需要有更多的民意来支持自己的政权；第二，东晋南朝是 “变乱”之时代，其时频繁
的天灾与战争导致这一时期王朝所能实际掌控之民户锐减，而若就此任其发展下去，一个国家的民力便会
被耗尽，国家将自亡，君主统治的合法性也将消失；第三，民力是一个国家、一个王朝在遭大灾后得以迅速
恢复并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保护民命对于统治者而言是国祚永续的前提条件之一，亦是其政权继
续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第四，东晋南朝时期君民皆认为灾害是天之 “谴告”，而 “谴告”的原因就在于人
间统治失序，因而为平息 “天怒”，化解 “天谴”，当时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必要之应急与救赈措施以保 “民
命”并应 “天威”，从而维护自身统治的法理性。所以东晋南朝时期的 “荒政”，自其制定、执行伊始，便
与王朝之 “政权合法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由于其以 “保民重命”为主要内容，因此，其真实目的
往往是被 “民本”之 “道义”理念所深藏而使人们误以为其就是 “民本”之策、“道义”之举。周光辉就曾明
确指出：“中国历代王朝对荒政的重视主要是基于三个现实考虑。首先，作为封建王朝主流意识形态的儒
家学说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仁政的核心就在于以民为本，以民为本的关键又在于保障小农经济以‘制民
之产’；其次，如果说行仁政是王朝政权的道德义务，那么基于天人感应的谶纬之学则使自然灾害成为对皇
帝本人的政治压力；最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导致农民抛荒、逃荒，由此产生了严重的流民问题。
大规模的流民往往是造成流寇、农民起义的重要前提条件……而备荒和防灾救灾的荒政措施则大大缓解了
这种压力。”与此同时，“荒政与大一统国家的巩固”之间的关系，即 “第一，荒政强化了王朝国家资源调动
的能力；第二，荒政促进了王朝国家的官僚组织建设；第三，荒政维护了国家在基层控制中的优势地位；第
四，荒政巩固了民众对于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支持。”⑦ 因此，“荒政”本身就不是纯粹的 “民本”之策、“道
义”之举，在其 “道义”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统治者们对于 “政权合法性”的强烈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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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艰难之境地。为救民命各朝统治者们大多制定了详细的 “荒政”制度，以为救灾保民提供制度支持。
因而，这一时期的 “荒政”制度有着鲜明的 “重命”色彩。而君王们之所以重视民命，除与上述之 “天灾”
“人祸”这一客观因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外，更重要的当是其深受儒家之 “天谴灾异”说、“仁政”思想
与 “民本”思想，佛教之 “慈悲”精神、“因果报应”说与 “福田”思想，道教之 “重生贵命”论、“承负”说以
及 “扶弱济贫”理念综合影响下所形成之 “重命”观的影响所致。要之，即在儒、佛、道三家思想共同影响
下所形成之 “重命”观是这一时期君王重视民命的内在因素，亦是这一时期 “荒政”制度朝着 “体系化”趋
势发展并进而推动其时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然而观念上的重视民命，并不意味着实际行动就一定是 “民本”“道义”之举。“荒政”制度本应是君王

“民本”“道义”的具象化表达，但通过分析这一时期 “荒政”制度的具体执行情况及其实际运作效果，发现
其中存在着诸多与 “民本”“道义”相悖之处。进一步细究可知，若是仅从 “民本”与 “道义”之角度去分析
这些 “谬象”，是很难说通的，但若是换一个角度，从维护各王朝之 “政权合法性”之角度来论，这些 “谬
象”便顺理成章了。因此，“荒政”的制定与实施从一开始便是帝王权术运作以安抚民心之 “把戏”，在 “重
命”的同时还具有 “伪道义”的一面。统治者虽然对当时社会在防灾、抗灾、备灾、救灾以及对于民命的保
护等多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些并不能掩盖住暗藏于其下之君王维护王朝之 “政权合法性”的
目的。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东晋南朝时期的 “荒政”制度，理清其 “重命”理念中所隐含之深意，唯有如
此，我们才可不桎梏于历史现象之 “表象”，从而得以深窥其内在之 “光景”。

“Ｈｅａｖｙ　Ｌｉｆｅ”ａｎｄ“Ｆａｌｓ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Ｆａｍ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Ｊｉ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ＰＡＮ　Ｊｉａ－ｈｕ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ｍａｄ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ｆａｍｉｎｅ　ｒｅｌｉｅｆ”ｓｙｓ－
ｔｅ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Ｊｉ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ｔｒｅｎｄ　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ｈｅａｖｙ　ｍａｎｄａｔｅ”ｃｏｌｏｒ．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ｍｏｎａｒｃｈｓ　ａｔｔａｃｈ　ｇｒｅａｔ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ｓ　ｉ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ａｎｄ“ｍａｎ－ｍａｄｅ　ｄｉｓａｓ－
ｔｅｒｓ”，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ｖｉｅｗ　ｏｆ“ｖａｌｕｉｎｇ　ｌｉｆｅ”．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ｈａｄ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
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ｎｅ　ｒｅｌｉｅ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ｕａｌ　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ｏｒ“ｍｏｒａｌ”．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ｆａｍｉｎｅ　ｒｅｌｉｅｆ”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ａ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ｔｒｉｃｋ”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ｅａｒｔｓ　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ｈｕｇ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ｌｉｅ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ｏ－
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ｔｈｉ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ｃｏｎｃｅａｌ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ａｒｃｈ'ｓ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ａｓｔｅｒｎ　Ｊｉ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ｆａｍ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ｖａｌｕｉｎｇ　ｌｉｆｅ”；“ｆａｌｓ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责任编辑　山阳］

２４１


